李守纯宁死不屈保守革命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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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有一位隐姓埋名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李守纯，他作为广东党组织的政治交通员，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得力骨干。他乔装打扮，忘我工作，出生入死，历尽艰险，在秘密恢复和发展壮大省内党组织上立下了不朽功勋，做出了杰出贡献。

信仰坚定	矢志不渝

“我们知道你掌握着共产党员的名册，你到底交不交代，不说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来，给我狠狠地打！”敌人凶神恶煞地冲着被五花大绑、吊在木架上的李守纯吼道。皮鞭如暴风骤雨般落在李守纯的身上，顿时皮开肉绽，鲜血直流。面对残暴的敌人，李守纯视死如归，咬紧牙关默不作声。
那是1944年，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遵照中央指示，决定全面恢复全省党组织活动，并明确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工作。广东省党组织政治特派员李守纯，奉命领导韶州（韶关）师范学校和韶关地区的地下党员及进步学生，以国民党“挺二”战时工作队的名义，到英德、翁源、佛冈一带农村秘密开展党组织恢复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为迎接广东人民抗日武装东江纵队北上做准备。正当他满怀信心领导基层党组织抵御日军疯狂进攻之际，曲江（韶关）合作社系统有党员叛变，韶关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6月18日这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李守纯在韶关市东河坝住处约见两位地下党员，向他们传达省临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李守纯的爱人陈志良则在屋外担任警戒。突然，天气骤变，乌云密布，一阵雷雨随风而至，李守纯与地下党员谈话的内容竟被曲江（韶关）印刷工业合作社的叛徒吕有偷听后向敌人告密。第二天，李守纯和陈志良在住所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
李守纯，原名宋耀宏，1908年出生在广东花县狮岭黎村（今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中心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宋德良和母亲汤兴桂在家务农，勉强维持一家生计。宋耀宏14岁时，因同村恶霸扬言要将他“标参”（即扣作人质让家属赎身）或拐卖，使他在家乡无法安身，父亲便托人把他送到广州沙面某洋行当勤杂工。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广东工人农民运动高潮迭起，少年宋耀宏在人生道路的起步阶段，就有幸受到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924年7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沙面罢工。1925年，他又积极投身省港大罢工，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被调入中共广东区委机关任机要交通员，并负责油印及文件收发等工作。他组织观念强，严守党的秘密，工作认真细致，以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勤恳的工作作风，给党组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机关迁往香港，宋耀宏掩护机关转移后，仍留在广州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是年末，广州起义失败，他转移到香港，在中共广东省委秘书处工作。这时革命斗争已进入低潮，各地党组织不断遭到敌人破坏，形势十分险恶，但他依然坚持在逆境中积极为党工作。1929年初，他被党组织派往上海从事工会工作，不久就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因他保密工作做得好，敌人搜查不到证据只能将他释放。鉴于宋耀宏身份暴露，1932年初，组织上安排他返回香港，但适逢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未能与组织取得联系。这是宋耀宏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日子，但他没有丧失对党的信心，坚持秘密联系群众，广交朋友，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1933年，宋耀宏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高明县第三小学，在爱国民主人士、校长陈汝棠的支持下，以老师身份做掩护进行党的活动。到校后，为便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宋耀宏改名李守纯，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参加革命，团结和教育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并发动群众抵抗苛捐杂税，打击农村封建势力，发展社会进步力量。其间，李守纯致力于党组织的重建，在高明第三小学进步教职员工和青年骨干中培养吸收6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36年8月成立中共高明第三小学支部，担任党支部书记，使中断了近9年的中共高明地方组织得以恢复。这是中共南方组织恢复时期西江地区乃至广东最早恢复的一个地方党组织。
1936年6月，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向共产党人薛尚实下达任务：“在救亡运动中，吸收先进的、积极的、符合党员条件的分子入党，建立党的组织。”薛尚实首先与李守纯取得联系，恢复了党在广东西江一带的组织活动。同年9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香港成立（简称“南临委”），标志着中断两年的中共广东省一级的领导机构已重新建立。作为“南临委”的联络员，李守纯工作更加积极主动，他全力以赴发展党员，不辞劳苦地为恢复和发展其他地区的党组织而四处奔走。在其指导下，广东及华南各地党的组织陆续建立，党的活动得以恢复。
1936年11月，李守纯受“南临委”委派前往广西，这时广西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已近5年之久。他到达广西后，开始是装扮成商人，后又乔装为教师，首先与南宁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随后又联系上右江苏区和郁江地区的党组织。这时，已经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仍坚持活动的中共郁江特委筹委会（1935年11月成立），为实现重建郁江地区党的领导机关，计划秘密召开郁江地区党员代表大会。到会指导的李守纯认为，郁江地区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今后工作所及的地区都已超过郁江地区的范围，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需要，建议改为召开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成立中共广西省工作委员会。11月7日，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在贵县三里罗村（今贵港市覃塘区三里罗村）秘密召开，会议由中共郁江特委筹委会书记陈岸主持，选举产生了中共广西省工委，陈岸为书记兼组织部长。会上，李守纯做《目前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政治报告。会后，李守纯将情况电告“南临委”，“南临委”负责人薛尚实亲自前往南宁，恢复了中央与广西党组织的联系。经过这次大会，广西全省党组织重新实现了统一领导，进一步强化了广西各族人民抗日救国的核心领导力量。

危情时刻	勇赴粤北

1937年10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张文彬任书记，下辖广东境内的党组织和广西省工委。1938年4月18日至22日，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选举产生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简称省委），张文彬任书记，薛尚实任组织部长。1938年夏，广东省委派李守纯到四会、广宁一带检查党组织恢复和发展情况。他对当地党组织发展缓慢的现象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指出这一带地区受过大革命深刻影响，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只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党组织就会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在李守纯的领导下，半年之后，中共广宁县委成立，四会县也成立了党的临委。1939年1月，中共西江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下辖新兴、高明等12个地区的党组织，李守纯任书记。3月，高明县党员已经增加至80多名，在小洞地区（今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小洞村）文选楼召开的县党代会上，李守纯当选为县委第一任书记。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迁至粤北韶关。中共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也撤至于此。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随后又秘密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员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企图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加以限制、打击和消灭。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尽管遭到中共广东各级组织和各界人民的谴责，但他们仍不改弦易辙，反而变本加厉迫害共产党人和人民抗日武装。
1940年4月26日，国民党罗定县党部奉李汉魂之命，强行封闭《三罗日报》，逮捕编委、共产党员谭朗昭等4人，并下令解散罗定“青抗会”，造成“罗定事件”。罗定情况告急，李守纯挺身而出，奉命秘密出任中共罗定县委书记。4月底，当国民党罗定当局疯狂抓捕共产党人、打击进步力量时，李守纯为保存革命实力，带领县委机关销毁秘密文件，奉命撤出罗定，他本人也调回省委任政治交通员。
1940年5月，李守纯在任省委政治交通员期间，经常奔走于西江、粤中、南路地区，及时向省委汇报各地斗争情况，并向全省各地下党组织秘密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在开展地下工作中，李守纯有时改扮成商人，将党的秘密文件掖夹在礼帽内；有时装扮成渔夫，将文件藏匿在鱼篓中；有时乔装成农民，将文件夹塞进烟袋内；有时化身成教师，将文件装订在教材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成功地躲过了国民党宪兵的层层封锁和盘查，把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与命令传达到全省各地下党组织，有力地推动了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和对敌工作。同年7月，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省委决定将北江特委分为前北江特委和后北江特委。后北江特委负责国统区后方党组织领导工作，辖曲江、仁化等9个县，李守纯化名陈祥，先后担任该特委组织部长、书记。
1940年11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下辖中共江西省委、中共广东省委、中共广西省工委、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中共湘南特委，方方任书记，张文彬任副书记。1942年5月，由于被捕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郭潜叛变投敌，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特务先后逮捕了省委书记李大林、组织部长饶卫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人。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经请示中央同意后连续电示广东党组织：为避免受粤北省委事件牵连，防止事态扩大，除沦陷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割断与暴露地区的组织关系。已暴露的党员干部立即撤往游击区，其余干部应找社会职业做掩护，进行勤学、勤职、勤交友等“三勤”活动，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1943年1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成立，尹林平任书记，机关设在东江抗日游击区内。为缩小目标、避免牵连，李守纯建议将集体领导的委员制改为个人负责的特派员制，特派员制实行分片管理，下辖的党组织采取单线联系和个别接头，不发生横的关系，以确保安全。作为后北江特委的特派员，李守纯面对日益险恶的形势，在共产党人邓重行、石辟澜、苏俊的共同努力下，坚持秘密印刷和派送省委的机关理论刊物《新华南》，以及《新建设》《新军》《抗日通讯》等进步书刊，刊登关于广东政治问题、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战局评论以及反对分裂投降等文章，有力地打击了汉奸汪精卫和国民党顽固派在广东掀起的反共投降逆流。李守纯等领导的曲江（韶关）樟脑工业合作社、印刷工作合作社，因经营有方，管理妥善，不仅解决了物资与技术缺乏等困难，还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以及开展地下斗争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条件。在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从实际出发，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日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基层各级党组织在抗战烽火中不断发展壮大，党员人数从1937年12月的约1500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21390多人，为推动华南抗日战争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走向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坚守秘密	以身殉国

1944年6月，因叛徒吕有告密，李守纯被捕。被捕后，李守纯被关押在国民党中统广东调统室禁闭所，即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情报机关所在地——韶关市“基庐”监狱。敌人知道他是党组织的相关负责人，掌握着广东党组织的组织架构、工作方法、人员信息、联系方式、接头暗号，保管着许多文件资料，就把他列为重犯单独监禁，并使用一切威逼利诱的手段，企图在他身上打开缺口，获取党的秘密，消灭粤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在守备森严的监狱内，国民党特工皮笑肉不笑地对李守纯说，只要把掌握的文件交出来，就能与妻子陈志良双双走出监狱，家人的安全就有保障，还可以在国民党内升官发财。敌人发现这些利诱对李守纯没有丝毫作用，就收起僵硬的笑脸，露出凶残的嘴脸，给李守纯戴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为逼迫李守纯交出党的秘密，国民党特工人员相继对他使用了雷公尖、竹筷夹手、坐老虎凳、吊飞机、灌辣椒水、烙铁烫胸等极其残酷的刑罚，一天使用一种刑具，把体质原本就比较虚弱的李守纯折磨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那场景真是惨绝人寰，让人目不忍睹。在残酷的折磨面前，李守纯坚贞不屈，咬紧牙关，强忍痛楚，绝不向敌人泄露任何党的秘密，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气节，避免了广东境内的党组织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
那时，日寇进攻粤汉铁路沿线地区，经常在韶关地区实施空袭，只有在警报响起时，李守纯才有机会走出监狱房门放风，得以与难友和同志们见面。李守纯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勉励大家坚持斗争，不要向敌人屈服。面对日军在韶关地区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再次选择退逃，被关押在“基庐”里的共产党人开始被转押。先是从“基庐”转到曲江县的拘留所，短暂停留后被押往芙蓉山祖庙监狱，后又转押至始兴，最后被押往南雄。当时正是酷暑季节，岭南的天气潮热，宪兵们用麻绳把难友们捆绑起来，两人一双手铐。李守纯带着满身的伤残，步履维艰，在敌人刺刀的押送下，经过3天的长途跋涉，才到达南雄县珠玑乡均平监狱。一路上，李守纯一有机会就给同志们讲革命形势，指出不管情况多么险恶，敌人如何凶残，革命最终将取得胜利。他还向战友们打气鼓劲，说将来自己如果有机会出去，一定会加倍努力地为党工作，直到革命的最后胜利。均平监狱是一所完整的司法监狱，四周围墙又高又厚，男女监房分开，管理严密。这里没有政治犯的监房，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只好与刑事犯挤在一起。晚上睡觉，一个贴着一个。经过几天的行程，难友之间有了初步了解，大家各自发挥所长，运用老方法，常在晚饭后用歌声传送消息，如唱《大刀进行曲》就是有问话或发生意外；如唱《月光曲》就表示平安无事。
转到南雄均平监狱后，敌人仍然不死心，还企图从李守纯口中得到有关情况，再三对他进行人身摧残。监区的食宿条件极端恶劣，晚上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衣着单薄破烂，身体虚弱的李守纯感染了恶性疟疾，却得不到任何治疗。由于敌人不断的摧残折磨，李守纯的伤病日趋严重，病情急速恶化。在同年9月的一个晚上，精疲力竭的李守纯最终牺牲在了狱中，为广东党组织的恢复发展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年仅36岁。狱中的同志站在他的遗体前，默哀致敬，人人扼腕叹息，个个泣不成声，满腔的怒火化作一行行热泪。为了寄托对李守纯的哀思，一位难友邓重行含着泪珠，悲痛地朗诵了鲁迅先生《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一段小诗为他送葬：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李守纯牺牲后，难友们共同集资购买了一副薄棺材，将其安葬于南雄县境的一座小山上。他的妻子陈志良由过去在韶州师范读书时的校长黄焕福保释出狱。这时她的大哥陈柏昌已在东莞县抗日前线光荣牺牲，但她仍然说服年迈的母亲，自己决心重返抗日战场。
1945年春，陈志良几经周折，找到党组织，经北江特委批准，恢复了组织关系。她毅然决然地要求参加武装斗争，被派往东江纵队西北大队电台工作。部队生活十分艰苦，陈志良虽身患痢疾，但仍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坚守岗位。1945年9月，陈志良随部队到达始兴瑶山，不料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10月，部队突围，陈志良因病重留在瑶山治疗，不幸遭国民党军队搜捕杀害，时年23岁。
新中国成立后，李守纯、陈志良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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